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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upporting to Guiding:Evolution of City Master Planning for the Third-front 
City, Shiyan

朱碧瑶   罗震东   何鹤鸣   ZHU Biyao, LUO Zhendong, HE Heming                      

“三线城市”是中国当代城市规划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考察“三线城市”的总体规划发展与演进，对于研究中国当

代城市规划学科史具有积极意义。以典型三线建设城市——湖北省十堰市为例，考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显性脉络和计划

与市场角色变动的隐性脉络交织过程中，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完整历史过程。划分为3个历史时段——计划经济时期、改

革过渡时期与全面转轨时期，重点解析各个阶段中总体规划角色定位的改变、规划主导思想的转向，以及相应空间实践手

段与建设安排的演化，解析“三线城市”总体规划的整体发展演进特征与机制。

There is a special kind of Chinese modern cities called the third-front ci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modern planning history.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ypical third-front cities, this paper takes 

Shiyan in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external clue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l clue of planning 

and market relationship in new China, the paper separates the whole course since 1960s into three stages: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y, 

early reformation, and comprehensive transition. With each stage, we mainly focus on the changes of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the core idea of planning and how urban space has been used in practical construction 

accordingly. Thus, we manage to get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patter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in 

those third-front cities in China.

0　引言

作为实践导向的学科，城乡规划学知识存

量的积累必然是一个与实践持续互动的过程，

因此学科知识乃至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必须回

到本土历史与空间的逻辑中，回到对实践历

史的分析与总结中。在规划历史演进中识别

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重点与特殊因素，将历

从配建到引领：“三线城市”十堰城市总体规划
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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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过程或特定事件的机制性规律作为解释重

点，把握城市规划同国家、社会转型的交织脉

络及其辩证关系，这既是当前规划史研究的

核心任务[1-2]，也是本土化规划理论建构的基

础工作。纵观当代中国城乡规划实践史，“三

线城市”①是极为特殊的一个类型。这种诞生

于全能国家体制下、依托“他组织”力量进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流空间的城镇

发展战略分析方法与规划理论研究”（51478216），江

苏省“青蓝工程”资助成果。

①1965—1980年间，我国实施三线建设，划定非沿边沿海的11个省区为“国土防御三线地区”，进行倾斜

投资和协助开发。本文所称的“三线城市”即指在三线建设过程中承担重要工程或进行重点建设的城市

（亦有文献称“三线建设城市”），而非对城市作经济战略意义上的分类，特以引号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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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城镇规划与建设，在发展起点上就完全

不同于当代中国的大部分城镇。虽然带有新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规划实践[3-4]的部

分特征，但其发展历程更加显著地反映出计

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规划的总体特征，因此

成为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研究更为清晰与纯粹

的一个样本。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

“重要遗产”，“三线城市”的价值已经被诸多

规划史学者所认知。胡俊在对不同时代背景

下城市空间结构的判别中指出，“三线城市”

具有以工业用地布局为主导、各项用地计划

配置的特点；董鉴泓在回溯新中国城市发展

与建设历程时概括了“三线城市”的类型与

特征；武廷海在对近现代中国区域规划发展

脉络的梳理中也述及了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的

整体城市布局与规划[5]。在地理空间特征的

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进一步针对“三线城

市”规划建设的特点进行历史与制度方面的

探查，在中国城市发展总体格局的层面，指出

“三线城市”在各级政府计划性政策保障下

超常发展和集群集聚的特点[6]，在具体城市层

面，指出“三线城市”的城市规划与国家计

划经济体制、权力政治紧密关联的共性[7]。备

战思想决定了规划技术在当时的“隐性”应

用和“选择性”表现，直接导致了分散主义

的建设手法与城市形态的形成[5,8]。计划投资

与顶层设计严格框定了城市的发展方向，形

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总体格局和“单位办

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9]。

既有研究对“三线城市”整体特征与形

成动因的把握是准确的，然而在研究方法上

仅将“三线城市”视为计划经济时期规划建

设的一种类型或典型，并未深入考察“三线

建设”这一历史事件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联。

虽然部分文献从城市产业和配套建设两个

方面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典型作用

方式，并尝试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角度构

建空间演变的解释框架[10]，但总体上，“三线

城市”的规划历史研究以现象描述为主，立

足单个城市解读规划发展演化机制的研究偏

少，尤其缺乏对这些城市在“后三线建设时

期”城市转型与规划转型的跟踪研究，忽视

了“三线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规划实践

的研究价值。基于此，作者试图以典型“三线城

市”——十堰的总体规划变迁为切入点，通过

对不同历史分期的探查，揭示在中央与地方关

系变迁、计划与市场体制变动的动态背景下，城

市规划是如何发挥作用并最终影响“三线城市”

的发展建设进程的，进而在学科知识维度对认

知我国城市规划的演进逻辑、角色变化增添一

个更为清晰的样本。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十堰的价值

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边界的内陆闭塞

地区，是三线建设时期仅有的4个完全由“零

基础”兴起的城市之一（图1），也是为数不多

的围绕单个工业项目展开建设并存续至今的

典型城市，常被选作相关研究的典例②。得益

于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下文称“二汽”）的

高规格建设③，十堰一直保持着较大的经济、

人口与空间规模，并且在近半个世纪经历了

辉煌、困境与突破的起伏过程，先于其他许多

“三线城市”进入转型阶段，有相对完整的发

展脉络可供研究。更为宝贵的是，十堰的总体

规划编制工作从建设之初迄今从未断档，且历

版总规都由代表国内最高技术水平的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编制，充分映射出不同

时期我国城市规划的主要理论思潮和技术特

点。在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之下，历版总规作

为城市建设的主要依据得到了较严谨的遵循

实施，从而能够及时、全面地反映十堰城市发

展的剧烈变化。因此，十堰的总体规划不仅在

“三线城市”的研究中，乃至在中国当代城市

规划史的研究中也有很高的价值。

十堰的城市总体规划有着早期特殊版本

和正常持续发展时期版本之分。建城之初，工

业企业布局总图发挥着实质上指导建设的作

用，总体规划的正式编制则始于1969年十堰

（县级）市设立以后，分别于当年、1972年、

1975年密集地编制了3版，然而受制于“规

划不在”的总体环境[8]，现今可得的相关资

料不甚完备。正常发展时期的城市总体规划

基本遵照修编年限，迄今共有1981年、1990

年、2002年、2010年4版先后获批施行，作

为本文研究的核心资料来源。研究同时参考

了《十堰市志（1866—2008年）》、《关于建

设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生态特区的第一手

资料》等地方志书，以及《十堰市辉煌18年

（1978—1995年）》、《十堰统计年鉴2015》等

统计资料，结合实地调研走访所获的第一手

材料，系统梳理不同阶段城市规划建设的特

征及其形成机制。

1.2　研究方法： 历史分期与分析框架

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备战背景下的特殊政策

产物，“三线城市”对于计划体制干预与中央—

地方权力格局变动的敏感程度很高，进而影响

城市规划在不同阶段的服务导向。计划经济时

期，城市实质上是中央层面在全国范围内统筹

图1　十堰的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②在关于“三线城市”规划建设的既有论著中，四川攀枝花、湖北十堰、贵州六盘水常被选作研究对象。

③选址在十堰地区的国家第二汽车制造厂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汽车工业项目。

注释



88 | 他山之石

观分期，对照十堰城市发展的具体历程，本文

将十堰城市总体规划的演进划分为3个阶段：

（1）三线建设伊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

经济主导的“空投植入”时期，包含70年代

的总规和1981版总规；（2）80年代初至90年

代末，改革冲击下的惯性过渡时期，包含1990

版和2002版总规⑤；（3）21世纪以来，全面转

轨中的主动转型时期，显著的代表是2010版

总规。对于各历史阶段，本文重点关注中央—

地方关系调整下，“三线城市”总体规划角色

的改变、规划思想的转向，以及在空间实践手

段与建设安排上的响应（图2）。

2　计划经济主导的“空投植入”时期

2.1　总规的角色定位： 服务于国家产业项

        目的配建工具

三线建设以前，十堰只是鄂西北的深山

小村，散居着仅百余户自耕农，不具备任何城

镇发展基础与资源。1967年二汽在十堰破土

动工，揭开了十堰作为现代工业城市的发展

序幕。当时全国严格贯彻计划经济体制，财政

上统收统支，重视“以条为主”的部门垂直

管理[11-12]，地方层面的生产、消费、建设都要

经由各级政府接受中央的精确调控。十堰这

样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地区的事务，更是直

接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全权包办。为保障二汽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国家所需的生产能

力，中央政府大量压缩三线地区以外的投入，

在全国范围内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调集生产设

备、建设物资以及技术人员等，克服巨大的交

通成本将二汽的生产所需“空投”到十堰，

由二汽的领导班子统一组织当地的建设，形

成了“城在厂中、厂市合一”的独特体制。

在持续至70年代末的三线建设热潮期，十

堰本质上是一个“以工业为主体的地区建设综

合计划”的落实基地，是中央政府跨越行政层

级的产业“飞地”。在国家的全力支撑和补给下，

地方层面几乎没有支撑城市系统运行的统筹需

要，城市规划也近乎简化为工业企业与居民点

布局工作。因此，这一时期“三线城市”的总体

规划被视为一种与用地安排挂钩的技术工具，

配合国家有关三线建设的产业资源投放计划，

提出必要的建设项目、给定空间占位。

2.2　规划思想导向： “备战”与“生产”

三线建设首先是基于国防任务的备战策

略下的产物，利于防空的分散隐蔽格局因此成

为“三线城市”发展初期的核心规划思想[6,8]。

在宏观区位选择上，主张将核心工业项目与科

研机构散布于地势复杂的中西部内陆，通过长

距离供给来弥补边缘区位。就具体城市而言，

提倡反集聚、“不搞大城镇”，为了保护精密设

备和关键部门，三线项目的厂区大多选址在天

然或人工山洞，这对“三线城市”整体骨架的

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这种极端分散的建设方

式显然是缺乏经济理性的，当时主要依托中央

政府超常倾斜的密集投资得以大规模开展。

在十堰，二汽下属的23个专业厂散布在横跨

10—22 km的8—10条山沟内（图3），由此奠

定的城市框架直至20世纪末的城市建设中都

未被突破。

这一时期“三线城市”的规划还存在另

一个鲜明原则，即“集中力量为扩大生产服

务”。受到国内“注重产业积累、抑制城市建

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总体政策环境影

响，“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模式广为推行[14]。

“三线城市”作为当时新生的城市，将这种理

念诠释到了极致。在1981版《十堰市城市规

划》中，城市人口规模就是以汽车生产容量

标的为基准进行测算的，规划期生产性与非

生产性人口之比高达3:1（表1）。用地分配上，

图2　两条线索交织下的总体规划演变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十堰二汽厂址总体规划布局图（1969年）
资料来源：二汽档案馆，引自参考文献[8]。

④1964—1978年，我国的三线建设资金投入2 052亿元，高峰时人力投入达400多万，安排了1 100个建设项目。以我国经济政策由战时状态转向正常状态为标志，三线

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漫长的调整收尾阶段，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17]。

⑤2002版是在1990版基础上的修编和调整，实际于1997年即开始编制，因此更多地呈现出1990年代末期的特征。

注释

调度、实现积累的载体；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的

垂直投入缩减，地方层面在中央规制下获得部

分自主管理和支配富余的权限；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完善时期，中央与地方在互动中主要

是基于地方的实际能力进行多方面、博弈式的

分权[11-12]。另一方面，“三线城市”的规划建设

与三线工业项目的投放、调整、改造历程休戚相

关④，工业项目的兴衰决定了不同时期城市发展

的基础禀赋与核心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

是三线建设热潮期，“三线城市”作为当时的城

市建设重点迅速兴起；80年代起，因严重选址问

题而难以为继的项目开始调整改造，大部分“三

线城市”的建设重点转为现有基础上城市设施

与服务的完善；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线项目与

“三线城市”的绑定关系普遍瓦解，“三线城市”

发展进入多元化时期[13]。

在上述两条线索的交织中，“三线城市”的

总体规划既反映出中央政府意志的植入，也蕴

含着对地方不同发展阶段实情的表达，规划

发展演进中所体现的特征与趋势，实际上折射

出不同时期中央—地方关系演变。根据这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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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工业厂区优先的用地布局图（1970年代）
资料来源：《十堰市城市规划（1981年）》。

图5　公共设施分片区均衡规划配置图
资料来源：《十堰市城市规划（1981年）》。

图6　以各厂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依据《十堰市城市规划（1981年）》绘制。

优先满足汽车产业维持和扩大生产所需，建

设重点放在专业厂区和为生产服务的基础设

施（表2，图4），对必要的生活居住和服务配

套采取严格的定额指标控制，充分突出了“配

建”的概念（图5），道路和市政设施亦是以

工业用途为主、兼作民用[15]。

2.3　空间部署： “大分散、小集中”的专业

        化工业基地

2.3.1　以厂区为核心的分散组群结构

二汽在十堰贯彻的是“避开城市建设工

厂”的方针，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传统意义上城

市规划的合理布局原则。设市初期的规划仅仅

拟定了二汽各专业厂区的布局、运输线和管网

走向，生产车间和科研机构分散在堵河沿岸便

于取水的沟谷[9]，居民点以就地取材的“干打

垒”形式围绕在各厂区附近。此后几版规划，在

“厂区组群”的基础上提出“小城镇建设”概

念，为各专业厂增设部分生活服务用地及货场

用地，但仍是以各厂区为核心的小范围空间填

充。全市包括火车站至张湾的相对连片区域和6

个卫星镇规模的建成区（图6），建成区之间相

距3—5 km，由厂区铁路和公路相联系，形成葡

萄串珠的布局[8]。1970年代后期兴起的市属、

地属、社队工业也都在其所服务的专业厂邻近

配给用地，在各分散片区内“见缝插针”。

2.3.2　“单位制”主导的内闭式配套

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

对城镇非农人口实行严格控制，“单位办社会”

居住地 期限
生产性劳动人口（%） 非生产性劳动人口（%）

劳动人口合计 
（人）

城市人口
（人）工业 基建 农林

水气
交通
邮电

商业
服务

城市
公用

科教
文卫 金融 国家

机关

白浪
现状 27.5 45.4 2.3 12.5 6.7 0.5 4.0 0.4 0.7 7 488 10 984
近期 60.0 12.0 2.0 10.0 8.0 1.0 6.0 0.5 0.5 12 700 21 100

茅箭
现状 61.0 12.2 2.0 3.7 2.8 0.6 6.0 0.4 11.3 9 153 19 212
近期 60.0 9.0 4.0 4.0 8.0 4.0 6.5 0.5 4.0 17 800 29 700

十堰 现状 35.2 17.9 2.9 14.2 12.7 7.6 8.4 0.8 0.3 11 355 16 694
三堰 近期 50.0 3.0 2.0 15.0 13.0 8.0 8.0 0.5 0.5 11540 19 200
五堰 现状 34.6 29.1 1.6 9.6 8.1 2.2 7.8 1.3 5.7 30 284 55 125
张湾 近期 54.0 9.0 1.5 7.0 11.0 3.0 8.0 1.5 5.0 34 400 57 400

总装
现状 97.0 0.0 0.0 0.0 0.8 0.0 2.2 0.0 0.0 3 575 6 123
近期 60.0 6.5 2.0 4.0 10.0 4.0 12.0 1.0 0.5 11 300 18 900

红卫
现状 65.3 19.9 1.4 2.3 2.5 0.8 7.5 0.2 0.1 9 914 16 545
近期 60.0 10.0 1.5 4.0 9.5 4.0 10.0 0.5 0.5 17 200 28 700

花果
现状 53.6 32.1 2.2 2.3 3.0 0.5 5.5 0.3 0.5 12 558 23 392
近期 60.0 10.0 3.0 4.0 10.0 6.0 6.0 0.5 0.5 18 800 31 300

土门
现状 85.5 3.3 0.3 4.2 2.1 1.2 2.4 0 1.0 5 130 11 082
近期 60.0 8.0 1.0 5.5 10.0 6.0 8.0 0.5 1.0 14 600 24 300

十堰
（总）

现状 48.2 24.0 1.8 7.3 6.1 2.1 6.5 0.7 3.3 89 457 159 157
近期 58.0 8.7 2.0 6.3 10.0 4.2 8.0 0.8 2.0 138 340 230 600

表1  1981版总规中劳动人口比例构成情况

表2  1981年版总规中城市用地现状与规划构成（单位：hm2）

资料来源：依据《十堰市城市规划（1981）》整理。

资料来源：依据《十堰市城市规划（1981）》整理。

工业用地面积 行政办公用地面积 生活居住用地面积
区段 现状 近期 远期 现状 近期 远期 现状 近期 远期
白浪 40.38 97.78 142.00 0.78 0.78 2.00 42.63 73.85 120.00
茅箭 73.64 86.24 195.00 0.74 0.74 3.00 69.42 103.95 240.00

十堰三堰 37.86 44.41 50.00 4.23 4.23 4.00 43.28 77.32 101.00
五堰张湾 81.08 95.48 100.00 14.20 14.20 15.00 158.85 218.12 283.00

总装 64.00 72.00 80.00 0.06 0.06 0.50 34.02 66.15 80.00
红卫 65.09 83.49 130.00 0.00 0.00 0.50 55.22 100.45 127.00
花果 86.00 115.00 120.00 0.56 0.56 2.00 62.05 109.55 141.00
土门 40.00 49.60 63.00 1.16 1.16 1.00 32.93 85.05 100.00

图7　以货运线为骨架的城市交通体系
资料来源：《十堰市城市规划（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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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三线建设陆续收尾，不再大规模追加投

资。二汽也不例外地被列为“停缓建”项目，

不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直接订单与物资投入剧

减，以国家102工程指挥部为主体的基建部

门也多数撤出十堰或划归省管。随后的1980

年代，城市逐步放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

对地方的管控形式由层层监管的具体任务转

为分级包干的有限责任[11-12]，开始将生产组

织的具体环节下放给国营企业，在城建与社

会事业上也改变了单纯由中央政府拨款的局

面。利益关注点的分化瓦解了十堰原本中央、

地方、大规模“三线企业”的一体化关系：中

央政府负责消化空间建设与社会服务成本的

情形难以为继；二汽在自筹续建的压力下，则

开始着眼区域、诉诸市场，谋求剔除企业经营

之外的负担。1982年，中共十堰市委和中共

二汽委员会分别成立，十堰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地方政府。

市场主体的逐利属性逐步释放，人民生

活消费上被压抑的需求亦然，倚赖二汽支撑

城市发展的惯性已无法延续，区位劣势与资

源束缚开始凸显，地方的持续发展需要回到

符合经济地理规律的轨道上。然而，二汽在全

国范围内业已确立的体制特权和经济辐射能

力，以及十堰完全基于二汽的建设基础，又是

新生的十堰地方政府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

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三线城市”的规划意图

与城市建设现实的一个困难磨合阶段，总体

规划试图扭转先前城市建设中的非理性因

素，但受限于尚不明晰的“双轨制度”[16]，不

免呈现出折中和“超越阶段”的过渡特征。

3.2　规划思想导向： “科学”与“协调”

1980年代备战备荒的氛围散去，社会各

界的科学化思潮兴起，“三线城市”的规划建

设显现出尊重城市自然增长规律与经济社会

可行性的理性转向。《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0—2010年）》在编制原则上就明确了

“面向现实问题”的导向，在技术上相应引入

了经济社会模型预测、土地级差效益分析、就

业岗位均衡、交通出行O—D分析等综合分析

方法，并开展了面向市民的社会调查，用作编

制依据（图8）。规划明确提出借鉴西方“功

能分区”、“有机分散”等理念，在城市规模和

空间布局方案的选择上，也不再是简单的定

量、定位，而是在建立不同侧重点的多种情景

基础上进行分析测算（表3）。可以说，十堰真

正系统的城市建设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的。

规划人员在这片“试验田”上最大程度地融

入了前沿的规划智慧，其中的科学理念与技

术手段大部分至今仍被沿用。

这一时期规划思想另一个重要的务实特

图8　改革探索期规划技术创新系列图
资料来源：《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1990—2010年）》。

项目 单位 黄龙方案 汉江方案

经济
比较

取水工程 万元 680 1 000
净水工程 万元 1 500 1 500

输配水工程 万元 1 800 2 240
其他 万元 1 313 1 564

未予见因素 万元 265 315
总计 万元 5 558 6 619

成本
测算

基建总投资 万元 11 000 13 000
拆旧费 万元/年 660 780
源水费 万元/年 109.5 109.5
药剂费 万元/年 219 219
电费 万元/年 199.8 370.0

工资福利 万元/年 38.2 38.2
经营经理费 万元/年 42.7 42.7
成本合计 万元/年 1 269.2 1 559.4
制水成本 元/m³ 0.384 0.427

资料来源：依据《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1990—2010

年）》整理。

成为城市中简单有效的人口管理和服务组织

手段。十堰当时的城市人口全部源自政策性机

械迁入，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由各专业厂负责本

厂职工及家属的服务管理事务，除却人事调动

因素，工作生活在不同片区的人们几乎没有往

来的必要。即便是在规划的中心片区，也没有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中心。这种与分散组群

结构相适应的扁平服务体系有助于保证生产

工作的稳定有序，但也导致了后三线建设时代

的城市中心体系建设与人口分散情形的突出

矛盾。

 2.3.3　优先满足货运需求的交通体系

为了配合整体的分散格局，十堰在这一时

期的路桥投资与建设量很大。尤其在二汽生产

规模迅速扩张时期，为满足货运要求还补充规

划了组团间货运快速通道（图7）。4个铁路场

站均位于城区内，铁路干线直接延伸至主要专

业厂，实现临战状态下与工业生产最便捷的对

接；在城市整体层面，民用交通需求基本被忽

视，公交线路的安排也是以厂区的产业协作需

要为基准、分设独立区间。

3　改革冲击下的惯性过渡时期

3.1　总规的角色定位： 理想图景与既成现

        实的折中呈现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战略焦点开始转

表3  给水规划方案经济比较与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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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注重协调“三线企业”与地方的关系。

十堰在规划安排上仍然把二汽的产业发展和

空间诉求置于优先位置，但明显地由过去强

调生产的单一性，向生产、生活、流通多元性

转化。考虑到二汽规模稳定、人口机械迁入收

拢，以及节省城市建设投资和土地资源等因

素，明确了控制城市人口、完善本地服务的指

向。在重大设施建设管理上，为争取国家、二

汽和地方共同投资，提出“东风汽车公司和

十堰市所属的基础设施，两套系统统一运行

管理”的思路，既反映了十堰对二汽不可回

避的惯性依赖，也传达出兼顾现实因素的地

方自强意识。

3.3　空间部署： 依托既有框架的内嵌式填补

3.3.1　趋于紧凑的多组团结构

考察这一时期十堰总体规划对城市整体

结构和用地布局的安排，不难发现惯性过渡

的特征：例如以汽车工业为重，兼顾地方经济

与服务业需求；延续既有建成区和设施架构，

注重内部整合。两版总体规划尽管都指出了

城市的条带枝状格局对空间的浪费，但对二

汽的工业布局给予了肯定和保留，只是提出

对“厂区与居民点组群”的功能进行丰富提

升：白浪、茅箭、土门、红卫、花果等片区尽数

保留，就近组合成3个更大规模的组团（东、

中、西各1个），传达出“适应山区分散型工业

城市特色、将城市活动分为分散有机体”的

规划宗旨（图9）。配合组团设置，规划对产业

片区也提出了集约用地和集群建设意向，以

职住平衡为原则，将现有厂区和预留工业用

地整合为4个不同导向的工业区：西部轻纺工

业区、北部汽车配套化工区、东部机械和轻工

资料来源：依据十堰市历版规划资料整理。

表4  十堰历版总体规划中城市性质定位的变化

图9　有机紧凑的三组团结构图
资料来源：依据《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1990—2010）》绘制。

总体规划版本 城市性质与发展定位
1972版 无明确的城市定位，提出“多搞小城镇”和“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建设原则
1981版 新兴的汽车工业城市
1990版 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和科研基地，以汽车行业为主的流通中心，地区性的重要经济中心

1997版/2002版 国家重要的汽车生产和科研基地，是以发展旅游等地方性资源产业为主的鄂豫陕渝毗邻的重要中心城市
2010版 国际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城市，国家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鄂豫陕渝四省（市）交界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业区、中部零散调整区。

3.3.2　倡导城市融合的配套体系

过渡时期十堰的行政管理一度出现了二

汽、郧阳、十堰3块分立的状态，由于投入水平的

差距，导致基础建设与社会服务呈现“单位制”

与“非单位制”的二元分化格局[15]。这一时期

的总体规划为了遏制这种趋势，从多方面给出

利于“构建城市有机体”的具体办法。针对“干

打垒”时期的居住区散乱问题，提倡集中紧凑、

扩大规模、层级配套，强调坡地利用、填补城市

大骨架的空缺，重点大规模社区交由市房屋开

发公司统一建设；商贸、医疗教育和文体设施

等，细分不同性质、分级布局，将面向整个城市

的服务向城区中心组团引导，并对非营利性服

务设施予以优先安排，以促进服务能级的提升

（图9）；各组团间设置不少于两条的交通干道，

增设串联组团的公交长线；统合二汽和地方生

产排污体系，改变排水体系组团分离的状况。尽

管规划方案“超越阶段”的痕迹明显，大部分

内容并未在规划期内落实，但其对于城市空间

自组织与联系特性的理性回归，潜在地渗透到

之后的城市发展思路中。

4　全面转轨中的主动转型时期

4.1　总规的角色定位： 引领地方参与区域

        竞争的综合发展战略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产权关系上推

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明晰化[11]，国家对于

地方发展的计划性干预基本转向了宏观指导

与区域协调等软性政策，倾向于形成地方创

新与国家政策试点相促进的局面。即便“三

线城市”所处地区的变革进程相对缓慢，21

世纪以后“三线企业”作为典型国营企业的

市场化改制，也使得“三线城市”在初期建

设中所依赖的体制优势几乎无存，城市发展

的投入秩序面临重构。在十堰，二汽（东风公

司）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革，将总部迁至武汉，

仅在十堰保留了商用车生产基地，对十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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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深远。

不再是中央政府“飞地”的十堰只能诉

诸地方自身的资源禀赋，重新审视城市在区

域中的集聚与扩散规律，寻求新的增长点以

维持城市规模与发展水平。随着社会经济要

素流动性的增强，城市空间不同层面的经济

属性进一步浮现，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不确定

因素明显增多，必然要求总体规划以一种更

前瞻和主动的姿态出现，扮演引领地方城市

参与区域博弈竞争的综合发展战略的角色。

4.2　规划思想导向： “区域”与“地方”

区域竞争的开放思维实际上在改革探索

阶段就已经在十堰的总体规划中有所表达，

但基本没有反映在规划的具体内容中。而《十

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则将

区域协调作为规划的出发点来考虑，强调发

挥十堰作为中心城市对原郧阳地区的辐射作

用，就市域、规划区、中心城区3个空间层次的

能级、规模、城乡用地等分别进行统筹；在产

业协作、城市用地拓展、区域交通上，也结合

经济联系状况和省际乃至国家的战略因素进

行了论证。为了应对区域竞争的不确定性，这

一时期的规划技术上也凸显出对战略分析的

侧重，如产业比较优势分析、旅游市场分析、

用地绩效对比分析等。

外源植入的“三线企业”支柱力量的流

失，促使“三线城市”正视自身特色和优势、

重视内部需求，在地方发展事务的优先次序

安排上更具自主性。很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

对城市职能与性质的界定。十堰已经不再使

用“汽车工业城市”的提法，而是突出了生

态新经济的职能定位（表4），城市规划建设

的核心任务从“保障二汽的基本生产”向“提

升城市综合实力”转移。城市生态网络格局

分析、用地适宜性评价、土地使用强度管制等

规划内容，也都反映出尊重十堰生态本底与

资源支撑条件的规划理性。

4.3　空间部署： 整体集约、重点集聚的结构

        性拓展

4.3.1　突破既有框架的一体化结构

这一时期的空间规划突破了此前一直围

绕三线工业项目进行有限填补的格局，形成

结构性的拓展。事实上，基于城市发展的一般

认识，十堰的规模和阶段尚不足以支撑较大

范围分散的多中心结构。从不同组团间用地

增长的统计数据⑥可以看到，2000年以来的

图10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2030年）
资料来源：《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10年内，城区66%的居住用地和80%的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增长都集中在中部组团，单中

心集聚的趋势非常明显。为保证城市的整体

运行效率，总体规划在城市结构和用地布局

上进行突破，尽管保留了带状组团的整体格

局，但将建设重点放在了中部组团以及中部

与东、西组团的联系地带。一方面在原中心片

区周边的丘陵山地建设新区，另一方面加强

东西向组团间联系通道的规划，城区由分散

化向一体化转变，不再呈现明显的组团分隔

（图10）。

4.3.2　优先保障战略重点的建设安排

在区域竞争压力下，这一时期的城市总

体规划在具体建设安排上，开始更多地思考

如何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最具战略意义的方

面。向东加强与襄阳、宜昌、武汉等地的联系，

向北建设汉江沿岸高品质生态新区，这两个

主要拓展方向分别对应于跨区域产业协作和

打造国家生态发展示范地区的战略意图。在

市场力量的撬动下，为破解产业发展用地长

期受限的问题，新时期的规划跳出了二汽厂

区的旧框架，提出了大规模缓丘地整治的方

案，为集中工业园的建设创造条件。随着城市

主导职能由汽车生产转向生态旅游，不仅区

际交通的建设重点从打造货运干线转向客运

枢纽建设，公共服务的布局策略上也体现出

对城市战略重点转移的响应，如文化设施和

工业博览展示功能、产业集中区专门化服务

配套建设等。

5　结论与讨论

从小山村到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如果

说十堰是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奇迹和市

场经济时代城市转型的典范，那么城市总体

规划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不容忽视。总体规

划从配建到引领的演进历史，再次呈现了城

市规划的地方事务特征以及与市场经济互补

的特性。中央与地方、计划与市场是影响城市

规划编制与实施最为重要的两对关系。十堰

这一典型“三线城市”总体规划的演进，充

分展示了城市规划在中央—地方、计划—市

⑥参考自《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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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两对矛盾关系中的作用与价值。始于中央、

计划的植入式开发，最终回归于地方、市场的

自主式发展，城市规划在十堰近半个世纪的

开发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价值日益凸显。

从最初基本偏离理性轨道的配建工具，到“企

业城市”时期有限的独立性，再到脱离计划

控制以后实事求是的理性回归和发展引领，

在中央与地方、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两端，越向地方和市场倾斜，城市规划的能动

性越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城市规划的理念、方

法、技术与城市本身的内生秩序越能形成更

好的耦合。

十堰城市总体规划的演进历史同样呈现

了中国城市总体规划转型的渐进性。中国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来就不是一蹴而

就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性与不同步

性决定了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渐进性，

在“三线城市”更为典型。尤其20世纪80年

代初至90年代，国家经济重心的战略转移、计

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延续、空间区位与资源禀赋

劣势的日益凸显，成为十堰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的综合背景和巨大挑战。1990年和2002年两

版总规的徘徊与折中充分体现了改革冲击下

的惯性过渡特征。超前的规划理念和技术方法

对实践缺乏足够的指导意义，折中的、务实的

规划编制思路更能契合当时城市发展的实际

需求。经过这一时期的困惑和探索，城市总体

规划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编制技术方法，在与

新的时代背景、发展思潮和科学技术的碰撞过

程中，面向需求、动态演进，逐渐形成更具主动

性和引领性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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